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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史学研究

主持人语: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在新时期以来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显著进展，探讨的问题日益深广，产生了数量

可观的既具深厚功力、又具独特理论建树的学术佳作。这一学科的特点，是与历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当前的
方向息息相关，既要及时、清醒地对以往走过的学术历程进行反思、总结，又要自觉地反映时代要求，勇于创
新，经过讨论和争鸣，共同把握好继续前进的方向。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文化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本来就是历史学发展的沃土，不但有历史悠久的优良史学传统，又有几千年长期连续发展、内容无比丰
富的客观历史进程，还有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奋斗道路，其中蕴涵着难以尽数的研究课
题，对此发挥大气力进行总结和阐释，不但能够大大丰富史学理论宝库，而且还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极
其宝贵的借鉴。当前我们又处于思想解放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的极佳时期，我们应当树立强烈的使命意
识，以与时俱进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努力对各种有价值的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进行新探索，从当
今时代的高度做出新的概括，并力求提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新表述。任重而道远，亟需学术界同行
一起不断努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长期以来即关注这一学科的进展，为专家学者发表
宏论提供园地，相信一定会得到广大作者、读者朋友的热心支持。本期专栏以“20 世纪史学研究”为中心，一
共组织了4 篇文章，均为各位作者潜心研究而取得的成果，他们或是提出了新问题，或是采用了新视角，或是
探讨了新的领域，读之颇能引人入胜。譬如，《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一文，结合作者三十余年的
研究实践，提出了史学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化视角”、重视贯通研究等理论问题;《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论析》一文，提出应将“社会史大论战”置于学术视野来考察，从而证明这场论战有力
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革命性和实践性相结合之特性;《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变革———
史念海先生的主要思想与实践》一文，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探讨、总结了史念海先生数十年中是如何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历史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形成;《缪凤林的通史编纂风格》一文，提出对缪氏学术
的研究应有新的关注点，其撰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在史学思想上旨在激扬民族精神，而在编纂体裁上又作
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新探索。———各篇所论，均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新见迭现，相信能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关
注，并祈请大家就相关学术问题作广泛、深入的探讨。

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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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推进学术研究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我们应当着力探讨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

题，要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

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和方法，并力求作出新概括、新表述，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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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学术研究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我们应当着力探讨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

问题，要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出中国史学的

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具有当代

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

和方法，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和

独具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的传播。这是中

国学人的时代责任。围绕这些问题，遵循这一思

路，我鼓励自己深入探索，并力求做出新概括、新

表述。举例来说，有以下 8 项。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

的研究，却有时容易局限于单科性的局部范围之

内。因此，应当跳出这种局限，转换角度，“从文化

视角研究史学”，即认识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

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因为它跟一个时代的

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有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将

“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即探究和评价一部

优秀的史著应当与它所产生的时代之社会生活、

民族心理、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结合起来，从而

更恰当地揭示出它的思想价值，把握住书中跳动

的时代脉搏。此外，对“史学”与“文化”做互动考

察，还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

就，丰富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丰富蕴涵的

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
聚力和伟大创造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所著《史学

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
《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
《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

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龚自珍、魏源、
崔述等名家、名著，都力求提出新的看法，做出新

的阐释。

二、深入探索，揭示史学演进的

纵向联系和时代特点

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对它的研究应当将深

度开掘与纵向考察二者相结合。前者，是指对一

部名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当从著述内容、
编纂形式、同时代人的学术交往、史著与社会思潮

的互动等项作深入的分析; 后者，是指应将史著置

于史学演进的长河之中做纵向考察，探讨它对前

代学术的传承、对后代的影响，它由于解决了史学

演进中的什么问题而构成了新的学术高峰。还需

注意对学术界曾经提出过的一些看法作出回应，

或赞成、引申，或解疑、辨难，通过学术争鸣，以推

进真知。如《史记》，之所以被赞誉为“史家之绝

唱”、“传统史学之楷模”，这其中除了司马迁本人

具有雄奇的创造力以外，又取决于他对先秦各家

学说精华的大力吸收，和对汉初多元文化格局的

自觉继承。汉初思想家陆贾、贾谊、晁错等人吸收

发秦亡教训，谴责秦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勇于提

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同时重视吸收各家之长。如

陆贾重视儒家“仁义”学说，又吸收道家、法家思

想。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总结各家学说，有肯

定，也有批评，成为司马迁的重要学术渊源。［1］288

汉初学术的多元化局面，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继响，

是对秦朝文化专制政策的巨大超越，因而成为司

马迁社会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当时，封建制度

处于上升时期，具有蓬勃的活力，国家的空前统

一，都为他的著述提供了极好的时代机遇，因而勇

于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形成自由表达思想

的高尚志趣。还有，以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评价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崇道抑儒”，实际上，我们结

合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却能从书中举出大量证据，

证明他高度评价“六经”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以

“继《春秋》”自任，书中评价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

准均大量地以孔子的论断作为依据，其《孔子世

家》系对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全面的

论述，所以梁启超称他是西汉时代独一无二的大

儒! 当然司马迁又善于吸收各家学说之所长，有

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他对道家的智慧和

哲理也重视采纳。
再如《汉书》，本来历史上长期以《史》《汉》并

举，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汉书》的评价却处于低

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一度盛行“对立面

斗争”的思维定势的影响，要肯定《史记》的杰出成

就，称它是“异端”思想的代表，就要拿《汉书》作

为陪衬，贬低它是“正统”思想的典型。这与史学

发展的实际情形大相径庭，需要结合中国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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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发展与班固所处的时代环境做深入分析，重

新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史记》著成之后，成

就卓异，人们仰慕不已，此后一百余年间只能“续

作”，写出若干零篇。这些续作者自褚少孙以下有

十余人，所作的工作自觉不自觉地被置于司马迁

巨大成就的笼罩之下。他们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

新的史学体系，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保存历史

记载长期连续”的目的便会落空。试看，这些“续

作”之大部分都已湮灭无闻，就是明证。班固既继

承了司马迁的纪传体结构，同时又认识到“大汉当

可独立一史”，因而“断汉为史”。在内容上提供了

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史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以

前，有研究者对班固“宣汉”大加批评，认为他是在

为封建皇朝唱赞歌。其实，与班固同时代的大思

想家王充著《论衡》一书，内容有《宣汉》《恢国》
《超奇》《齐世》等篇，都是在记述和赞美汉朝比前

代的进步。并且他还尖锐地批评当时俗儒“好褒

古而贬今”，因为他们生下来读的就是颂扬三代的

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2］298，所以

识古不识今。我们联系王充的大量论述，正可证

明: 班固是以其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需

要。在历史编纂上，起自高祖，终于王莽，这一断

代为史的格局正与以后历代皇朝周期性更迭相适

应，所以被称为后世修史者“不祧之宗”，历两千年

沿用不改。进而再深入探析《汉书》的内容，有大

量史实证明，班固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

为汉讳”; 在对汉初历史变局和藩国由猖獗到废灭

等历史问题的阐述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有一

定的人民性，尤其是对封建刑律的残酷作了深刻

揭露; 十志则在反映封建国家政治职能上提供了

丰富的材料和很有价值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们

结合纵向和横向考察，可以雄辩地得出结论: 《汉

书》是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继《史记》而起的巨著，

在史学发展上无疑应占有崇高的地位。由于《汉

书》的成功，自东汉至唐 600 年间形成了一门发达

的“汉书学”。

三、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

经史关系对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六

经”乃中国文化之源头，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
其中包涵着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活动的

现象和规律之深刻观察和概括，影响极其深远，构

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六经”在长期封建社

会中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

导思想，因此，重视考察各个时代的经史关系，是

深化史 学 史 研 究 和 拓 展 学 术 探 索 范 围 的 关 键

之一。
《春秋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既与史学

的长期发展关系很大，又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

之一，在西汉和晚清时期曾两度大盛于世，但因时

过境迁，当代许多人都对它感到陌生。公羊学说

中既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精微的哲理，又包

含有隐晦芜杂甚至怪异神秘的内容。研究这套学

说，就特别需要有思辨的智慧和剥离剔别的能力，

才能于“荒诞丛中觅取最胜义”。公羊学说的源

头，在于《春秋》之“义”，而《公羊传》对《春秋》大

义的解释，便构成公羊学说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内

核。再经过汉代董仲舒和何休的大力推演，更成

为有体系的学说，以专讲“微言大义”而在儒家经

典中独具特色。我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提
炼出公羊学体系的三大特征: ( 1 ) 政治性，主张

“大一统”，倡导适应时代需要而“改制”，“拨乱反

正”，“为后王制法”，阐发经义以谴责暴君贼臣，关

心民族关系; ( 2) 变易性，提出一套含义深刻的变

易历史观，强调古今社会和制度都在变，变革是历

史的普遍法则，时代越来越进步; ( 3 ) 解释性，或

称可比附性，其优点是善于解释，在阐发经书“微

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合法的形

式，但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随意比附，

这又是明显的弊病。［3］46 － 47［4］清中叶以后，研治春

秋公羊学的学者甚众，有庄存与、孔广森，至晚清

有夏曾佑、皮锡瑞等十余家，写出风格多样的著

作，经过深入探究、辨析，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住

其演进脉络和本质特征。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

恰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

伴随、相呼应。它环环相扣，符合逻辑地有序展

开，由庄存与揭起复兴序幕，刘逢禄张大旗帜，龚

自珍、魏源改造发展，至达到极盛，成为近代维新

派领袖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戊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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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前后，好学深思之士都喜谈“公羊”。至 20 世纪

初年，随着变法的失败，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

用，虽然宣告终结，但它在思想文化层面，却成为

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

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运动的学术源

头之一。这些足以证明，紬绎春秋学说，对于深化

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

究，确实裨益甚大。

四、重视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够推进我们

的认识能力，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研究对象

的认识达到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层次。事物的

特点和意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会由于适当

的比较而相得益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

产、交换、流通的特点时，不仅研究它们本身，还将

之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与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作比较。比较不同

时期的史学名著，就可以广泛地考察两者之间联

系、继承、发展的各个侧面，更加清楚地认识它们

的不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促

使我们的认识更趋深化和更加正确。
如，《史通》和《文史通义》这两部名著同被称

为“古代史评双璧”，但是章学诚本人却着意强调

二者的相异之处，在其一封家书中说: “自信发凡

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刘言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

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5］92。但我们通过认真

的比较研究，就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两部名著之

间实际上存在着共同性: 刘、章二人都重视总结史

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

践的发展; 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

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

裁”。通过比较研究来认识这两部书的共同性，对

于史学史研究意义甚大，证明刘知幾和章学诚都

重视历史体裁创新，凸显出中国史学有重视理论

总结的优良传统，以之来指导史学实践，这就更加

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比较研

究，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两部著作的差异性，

由此更深刻地把握唐代与清代史学所面临的不同

特点和刘、章二位著名史家不同的学术个性: 刘知

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

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

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

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

开拓新路。他洞察到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

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

体因事命篇的优点乃救治之良方，因此主张大力

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

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又如，魏源完成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海国图

志》和黄遵宪于甲午战争前撰成的《日本国志》，同

为近代史学名著。《海国图志》第二次增订本为

100 卷，全书包括论( 《筹海篇》一至四) 、图( 各国

沿革图) 、志( 《志东南洋海岸各国》《志大西洋欧

罗巴各国》等) 、表( 《中国西洋纪年表》等) 。《日

本国志》全书共 40 卷，分为 10 篇“志”( 国统、邻

交、地理、职官、食货等) 。假如从表象看问题，《海

国图志》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包括了亚、欧、美、非各

大洲，而《日本国志》只专记日本一国，两书范围之

广狭相去甚远，似乎不适于比较。其实，这是由于

未能达到对两部史书深层认识之缘故。我们试就

两书的背景、观点、内容、影响作逐层比较，即可以

认识到: 两部史书具有相同的主题，都不愧为近代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两部书的

编纂内容和体裁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创造性地运

用典志体以容纳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鲜内容。作为

谙熟史书体裁特性和感觉敏锐的学者，魏源和黄

遵宪都采取改造了的典志体来撰写史著。他们充

分地发挥了传统典志体所具有的两大长处。一是

它适合于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典志体可以包

容各种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族、经济、物产、军
事、外交、学术文化等。每一部分既可反映社会史

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可储备各种知识。在近代，迫

切需要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和制度文化，典志体

这种史书编纂体裁恰恰能够囊括这些内容。二是

灵活性。这种体裁没有固定的框框，可根据需要

调整，可以灵活变通。
通过比较，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近代史学

发展的阶段特点。在近代初期，反侵略的需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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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迫切; 而到了 19 世纪后期，则进而要求学习西

方的制度文化。所以，近代初期的进步史家向往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而认识却比较肤浅; 到 19
世纪后期，这种认识已变得比较深刻。在历史编

纂方面，《海国图志》和《日本国志》虽有共同的特

点，但后者的编撰技术则已显得更加成熟。

五、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

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

“传统史学”一词，大体上是指鸦片战争以前

在中国文化自身环境中演进的、原有的史学。至

鸦片战争后，则进入近代史学时期; 而“近代史学”
的正式产生，应以 20 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

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

为其标志。“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基本格局

迥异，近代史学无论在历史观念、治史内容等方面

都有极其鲜明的时代色彩。由此之故，对于“传统

史学是如何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这一问题，研究

者的看法很有分歧。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思想大量涌

入，使人感到格外新鲜。于是，有学者因对中国文

化的自身价值认识不足，遂产生一种偏颇看法，认

为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层，近代

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由外国输入，在编纂上也

是摒弃了传统史书形式而从外国移植的。笔者认

为，这种“断层论”、“摒弃论”与历史事实极不相

符。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进的轨迹清晰可寻，

而转变的动力，乃在于传统史学内部有近代因素

的孕育。研究这一“转变的中介”，不但内涵十分

丰富，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进一步证明传统

文化的精华在近代具有一定的应变力，具有向现

代学术转变的内在根基。
从清初顾、黄、王三大家，到乾嘉时期一批出

色学者，以及继之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都为

酝酿、推动这种转变做出了贡献。他们相继的努

力汇集起来便创辟了如下的转变途径: ( 1 ) 在历

史观点方面，批判专制，憧憬民主，以及对公羊学

朴素进化观的阐释; ( 2) 在历史编纂方面，章学诚

提出了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魏源、夏燮等史家则

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 3) 在治史方法方面，乾嘉史

家严密考证的科学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获得了新

的发展。可见，近代史学就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

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近代著名

史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他们

都是在勇于吸收西方新思想的同时，又都深深地

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写出来的论著都是地

道中国式的，所以才为学者和大众所欢迎。

六、高度珍视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

思想遗产

20 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由于

得益于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

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

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着这些

难得的时代机遇，学者们辛勤耕耘，因而取得了众

多佳绩，蔚为大观，这里既包含着对待祖国文化传

统的正确态度，又包含着对外来学说吸收容纳的

勇气和善于鉴别的眼光，是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

的思想遗产。由于 20 世纪史家已经做出了大量

的创新性、系统性研究，使我们对于中国漫长历史

认识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都得以大大推进，使我

们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发展巩固、各个历

史时期的特点以及国家治乱盛衰做出了总结，并

且对各种制度的建立、沿革，民族关系的处理，历

史人物评价以及学术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重要方

面的认识，较之以往要丰富得多和正确得多。20
世纪几代学人的贡献，诚然功不可没! 我们绝不

能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而妄自菲薄，决

不允许对先辈的遗产有丝毫的低估。20 世纪中国

史学遗产之丰厚体现在，不仅形成了“三大干流”，

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并互相

推动。( 1) 新历史考证学派。它与乾嘉考证学派

有继承关系，同时又接受西方近代史家重视审查

史料、拓展史料、严密考证等观念的影响，代表性

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

年等。( 2) 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其创始在五四

时期，以后经过奠基、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

范围确立其指导地位等阶段，代表性人物有李大

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
( 3) 新史学流派。以往，曾称前两者是“20 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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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两大干流”，对于“新史学”则一般只关注它是

20 世纪初年由梁启超倡导、形成磅礴声势的重要

学术思潮，而没能明确地认识到事实上它已经形

成为一个重要“学派”。我们经过深入探究即能把

握到，这一学派不但有影响巨大的领军人物、重要

的代表性著作，而且还有共同遵奉的学术旨趣和

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构成“新史学流派”基本的

学术特点是: 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主张探求历史的

因果关系和规则性; 不局限于研治政治史，而要研

究、叙述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 史家要关心国

家民族命运，著史要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 重视史

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拓展研究视野，扩大史料范

围; 重视历史编纂的创新，写出受大众欢迎的史

著。不仅“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本人，其他人

如萧一山、吕思勉、张荫麟、周予同、周谷城等，尽

管各有其学术个性，而上述诸项又构成他们学术

上的共性。不同学派之间并非互不相干、壁垒森

严，而是互相吸收、相互影响。譬如，梁启超的史

学方法影响了新考证学派学者，而马克思主义史

家郭沫若、侯外庐等又很重视考证学派的成就。
学派繁盛，各展风采，又互相取鉴，正是 20 世纪中

国史学发达的确证。更加深入地考察“三大干流”
的形成及其影响，无疑是推进 20 世纪史学研究的

重要课题。
推进对 20 世纪史学的研究，还需要着力解决

一些难点和重点问题。如，唯物史观和实证史学

都是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二者之间绝非互不关

联，更不是互相对立。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

要求充分地占有材料; 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

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

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实的史料依据; 同样遵从“孤

证不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证即应放弃，训练严

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所得的结论必须

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

正，决不讳饰; 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

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

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

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新中

国成立后，许多研究者通过自觉学习唯物史观，收

获巨大，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做到，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

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

论，解决了长期困惑自己的问题，获得真理性的认

识。这些事实证明唯物辩证法的确是比传统思想

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成

为进行科学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当时有一批 40
岁上下的学者，如徐中舒、杨向奎、王仲荦、韩国

磐、邓广铭、周一良、谭其骧、唐长孺等史学俊彦，

他们原本熟悉传统经史文献典籍，在运用历史考

证方法上很有造诣，其具有科学价值的观念和方

法，本来就与唯物史观相通; 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理论又比传统学术、近代学术具有更高的科学

性，以之为指导，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把握研

究对象的全局，更深入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

因此，这些学者得到科学世界观指导以后，极感眼

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学术研究达到更高的层次。
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

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关键在于，对教条

主义盛行的原因应当作深入的具体分析。“十七

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除了

研究者因经验不足、运用不当以外，主要的，是因

当时受到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干预，以及其

后“四人帮”别有用心的破坏。实际上，“十七年”

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

相对立的，是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这是许多正

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像徐中舒、杨向奎、谭其

骧、唐长孺等一批严谨治学的学者所坚持的，因

此，“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许

多重大的成绩。令人欣喜的是，进入新时期以后，

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
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

蓬蓬勃勃的活力!

七、历史编纂学: 新的学术增长点

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

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世代

流传。这些名著是历史家呕心沥血之作，其成功，

既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又蕴含着高明

的治史方法和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

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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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一般认为，史书的体裁、体例，似乎只关乎技术

性问题。其实绝非如此。史书的组织形式与其内

容、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组织形式的运用，结构、体
例的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史识、史才、史学，包涵着

多方面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哲理。白寿彝先生在

其所著《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中曾说: “史书的

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

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

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

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

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6］23这对于我们有

深刻的启发。我们应当对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和特

点重新给予恰当的定位: 历史编纂学是一个时代

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史识、

史学、史才、史德达到何种水平的有效尺度。史家

再现历史的能力如何? 其史著传播历史知识的效

果如何? 在这里都直接受到检验。历史编纂学既

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

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通过深入研究

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因而是重要的、
新的学术增长点。近些年，历史编纂学领域的研

究成果已日渐增多，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应当举

起双手欢迎，并经过共同努力，尽快建立起“中国

历史编纂学”这一分支学科。无论从主要史书体

裁的发展，或不同历史阶段历史编纂的特点，或一

些名著中对体裁体例的匠心运用等项，值得探讨

的问题无疑很多，而其中我们尤应深入地探讨“编

纂思想”如何体现和运用，作为推进研究工作的关

键环节; 因为史书的框架设计、体例运用，都是为

了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而精心安排，或作调

整、改造、创新。故此，应当特别重视从“编纂思

想”这一角度来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
所谓“编纂思想”，可以初步提出主要包括以下数

项: ( 1) 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2 735，司

马光之“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

为戒者”［8］9 739。( 2 ) 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

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 3 ) 史家为了达

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如何精心地运用体

裁形式和体例上的处理。( 4 ) 史家的编纂思想如

何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以此作为重

要的切入点，再联系对风格各异的史学名著的独

创性、时代性，不同时期历史编纂的特点，以及学

者提出的观点主张等项深入考察，就一定能够不

断获得有原创性价值的新成果。

八、大力发掘和阐释传统学术精华

的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典籍内容博大精深，承载着古代先

民观察社会生活、总结历史进程所得到的睿思和

经验。历史是过往的社会生活，当今时代是历史

的发展。现代社会虽然比古代远为复杂和进步，

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和原

理，古今是相通的，因此，古代经典中的精深哲理

和先辈们的创造性成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具

有当代价值。我们应当大力发掘和阐释这些珍贵

的原理、原则和精神，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并结合今天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再创造，以大

大增强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对于古代历史名

著，同样应当努力发掘、总结其中具有珍贵价值的

思想、观念和方法，作为我们发展新史学的借鉴。

譬如，《史 记》创 立 的 体 裁 以“本 纪”为 纲，其 余

“表”、“书”、“世家”、“列传”与之配合，体例完善，

故被后代学者称誉为“载笔之体，于斯备矣”［9］27，

又称为著史之“极则”。《史记》的体裁一般称为

“纪传体”，实际上其本质和优长，是五体配合的综

合体裁。以后历代正史的纂修者只知因循，不求

创造，只会刻板地沿用体例，而丧失了运用别识心

裁加以驾驭和灵活变通的能力，因而遭到章学诚

的严厉批评，称之为如洪水泛滥，祸患无穷! 章学

诚由此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 “仍纪传之体，

而参本末之法”［5］81。这就是: 要创造性地发扬《史

记》诸体配合、包罗宏富的体例特点，和根据记载

客观历史变迁的需要，灵活变通、“体圆用神”的著

史灵魂; 同时，糅合纪事本末体的特点，以解决“类

例易分而大势难贯”的严重缺陷。此后，梁启超、
章太炎撰著中国通史的尝试和罗尔纲著《太平天

国史》，都体现出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至 20
世纪末白寿彝明确主张对传统纪传体实现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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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用“新综合体”撰成 12 卷本的《中国通史》
( 1989—1999) ，完成了既大力发扬传统史学精华、
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成功巨著。

我们既有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优良传

统，又有 100 年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

社会前进的优良作风，这两者是保证中华民族处

于当今国际激烈竞争中繁荣、发展的强大精神支

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

性地将马恩著作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相结合而确立的正确方向。如何在实现现

代化大业中，更加自觉地把这两个优良传统结合

起来，是当前我们应该解决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通过研讨，更加深刻地认识

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二者互

相贯通，使我们在大力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

同时，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

方向，与时俱进，发展 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理论。我在 2008 年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理论成就》一书时，专门写了一个题目:《传统思想

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我提出的基本观点

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同样表达了历代人

民大众的美好追求和理想，虽然未达到欧洲 18 世

纪先进学说的高度，但其发展方向是相同的; 这就

成为‘五四’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学说

的思想基础和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

传统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形成的价值观的内

涵深深地相契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

大事业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与时俱进地发展，

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10］36。并从

传统思想中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 历代思

想家有大量关于辩证、发展的观点的论述，光辉闪

耀，前后相映; 历代志士仁人反抗压迫、同情民众

苦难的精神; 先哲们向往的大同思想 4 个方面，作

详细论证。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同仁的肯定和

鼓励。我愿继续对此探索，为学术研究和服务社

会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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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CHEN Qi-tai

( College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we
should vigorously explore those key issues in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Moreover，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summarize and interpret the modernistic and theoretical contents，thoughts，propositions and
methodologies which show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manifest the great creativ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ttempt should be made to attain new syntheses and expressions to exhibit achievements and
distinctive glamour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es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nese histo-
ry;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